第2條：防止酷刑行為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





7.	《人權法案》第三條訂明，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人權法案》第三條除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得以在本地法律中生效外，實際上亦落實本公約的目的。





8.		此外，《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又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這即是說，該公約第七條的規定已在憲制性文件上得到保護。





9.		香港日後如因發生緊急事故而須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41章)制定新規例，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決定香港特區已進入緊急狀態，在闡釋這些規例和《基本法》第十八條時，須同時考慮《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換言之，政府僅在危急情況絕對必要的範圍內，才可採取減人權的措施。此等措施須依照法律而行，不得抵觸香港依國際法所負的任何義務。





10.		《日內瓦公約》共有四項公約，該等公約有多項規定，包括禁止對受任何一項公約保護的人施以酷刑或予以不人道待遇，這些公約繼續適用於香港。





11.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規定，襲擊他人屬刑事罪行。至於謀殺、傷人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等罪行，則視乎情況，可以構成酷刑行為。此外，襲擊亦屬民事過失，受害人可因此提出民事訴訟。





12.		正如上文第1條項下第4段所述，《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3(4)及(5)條訂明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免責辯護，旨在涵蓋合理使用武力以制止兇暴囚犯等事項，而並不是認可本質上等同酷刑的行為。根據香港法律，“特殊情況”及“上級命令”均不能援引作為施行酷刑的理由。





指稱施行酷刑的事例





13.		沒有報告指稱懲教署、香港海關或廉政公署施行屬於《刑事罪行(酷刑)條例》所指酷刑。除下文第14段特別論述的個案之外，警隊亦無涉及這類的報告。不過，自該條例制定以來，當局共接獲21宗涉及入境事務處的指控。經調查後，全部個案均不能成立。





指稱警務人員施行酷刑





14.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名警務人員因襲擊一名吸毒者，迫使他認罪而被裁定罪名成立。當局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檢控該四名警務人員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的罪名，結果全部被判罪名成立。投訴人指稱警方毆打他，在他的耳朵和鼻子灌水，並把鞋子塞進他的口裏。有論者質疑為何不是根據《刑事罪行(酷刑)條例》檢控該等警務人員。更有人認為這是為了令該等警務人員避免受到該條例第3條所規定的嚴厲懲罰，但這論點並不成立。





15.		在決定是否應該根據《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3條提出關於施行酷刑的檢控時，關鍵在於控方能否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該名人員在執行公務或本意是執行公務時，蓄意使他人受到劇烈疼痛或痛苦。在應用法定釋義的一般規則於刑事法規時，第3條規定控方必須證明被告 —





	(a)	作出了蓄意造成疼痛的行為；及





	(b)	蓄意使其行為引致劇烈疼痛。





16.		‘劇烈’一詞清楚顯示立法機關的用意是要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某人員的行為所造成的疼痛已超逾正常可接受的程度，才可稱為施行酷刑。故此，只是意圖造成疼痛並不能使法院充分信納該等警務人員施行酷刑。在有關的個案中，負責決定應否提出檢控和應該以甚麼罪名(如果有的話)提出檢控的人員1認為，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的罪名控告該四名警務人員，是適當地運用了提出檢控及選擇以甚麼控罪提出檢控的酌情決定權。負責檢控的人員認為，按照已發布的指引，如檢控該等警務人員觸犯《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3條的罪名，要成功令他們入罪的機會很微。在達致這個結論時，負責檢控的人員沒有忽略第3條中所述的‘劇烈疼痛’也包括精神上的疼痛。





17.		有論者說被告人經常質疑警誡供詞在法院內的可接納性，指稱這些供詞是當局以不正當方法錄取的。這些論者促請我們在報告內提供這類事件的統計數據。由於警方和刑事檢控科都沒有備存這方面的統計數據，所以我們無法提供這些資料。不過，當局極為重視捏造‘證據’或以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等行為。假如法庭認為警務人員(或任何其他紀律部隊的人員)發假誓或提供虛假供詞，警方會對事件進行調查。當局亦會根據律政司司長就有關證據所提出的意見，對有關的人員採取適當的刑事檢控及╱或紀律處分。當局在有需要時會檢討和修改有關程序。





18.		各紀律部隊就防止酷刑行為所採取的措施在第11條項下詳述。


1 	刑事檢控科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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